
体育法律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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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少学者主张在法律上设置形象权来解决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和利益分配中国家与个人的突出矛盾。但
在举国体制依然是我国体育事业指导方针的现阶段，设置形象权尚缺乏足够的正当性。因为设置形象权与举国体
制下形象财产权利主体的双重性相矛盾，同时不利于我国举国体制目标的实现。现有制度在解决运动员形象商业
开发和利益分配问题上并没有忽视运动员的个人权益，它在坚持举国体制的前提下，有统筹兼顾运动员权益的进步

意义，但其问题在于形象商业开发上运动员被管得太死和利益分配上太过统一。国家应针对现有制度中存在的问
题，通过完善现有制度以解决国家与个人的突出矛盾。现有制度可以考虑这样的完善思路: 在商业开发问题上以国
家主导为主，赋予运动员一定的自主开发权; 在保证运动员享有最低分配比例收益的基础上，分配比例多元化、动
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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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on of Athlete Image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System at the Present Stage

ZHANG Zhiwei
( Law Schoo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 Many scholars advocate setting up right of publicity in law to solve highlighted contradiction on athlete image busi-
ness development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between country and individual． However，at the background of the whole nation sys-
tem，it’s lack of legitimacy to set up right of publicity． Setting the image right under the national system contradicts the dual-
ity of the subject of the image property，and not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bjective of sports system in China． The
existing syst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n athlete image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doesn’t ignore the personal
rights，it makes progress on overall consideration athlete＇s rights; however，athletes are micromanaged as well as profit distri-
bution is too unified on business development． Country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system，by improving the ex-
isting system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The paper could consider such a complete
train of thought: on the problem of business development，it is mainly dominated by our country，meanwhile athletes are giv-
en certai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right; on the basis of the minimum allocation proportion for athletes，allocation manner
could be diversified and dynamic．
Key words: athlete right of publicity; image property; business development; profit distribution; the whole nation system．

1 问题的提出

知名运动员的形象是一项无形财产，蕴含着很

大的商业价值。但这些年来，围绕着这一无形财产，
国家队运动员与其所在的相应运动管理中心纠纷不

断，如“姚明的一元钱诉讼”“田亮被中国跳水队开
除”“罗雪娟被下放”“孙杨公开跟国家游泳管理中
心交恶”等［1 － 2］，这些纠纷主要源于运动员形象商

业开发与利益分配上存在的问题，体现在 2 个方面:
运动员想自主参加商业活动和运动管理中心对运动

员训练管理之间的矛盾; 运动员形象价值被商业开

发后，物质利益如何分配的矛盾，运动员往往主张独

享商业收益，而管理中心则坚持分配应体现国家和

集体的利益。以“宁泽涛事件”为例，2011 年中国游
泳协会下发的《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
营、社会活动的管理方法》规定，国家在役游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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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无形财产属国家所有。因此，在役运动员必须
经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批准，方可进行广告经营活动

和社会活动。宁泽涛不经游泳管理中心许可，与游
泳管理中心赞助商蒙牛处于竞争对手的伊利签订了

广告合同，致使宁泽涛几乎无缘里约奥运会。“商
业代言要不要经过管理中心批准”“宁泽涛代言的
广告费到底该给谁”，“宁泽涛事件”出现后，更是引
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国家体育总局 2006-09 公布实施的《关于对国

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 以下
简称《管理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 2001-10 公布实施
的《关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关于化有关问题的
通知》( 以下简称《问题通知》) 是现行的关于运动员
形象商业开发和利益分配问题的 2 个规范性文件，
文件在效力级别上属于部委规章。规章属于我国法
的渊源，具有法的效力。前者重点在于规范运动员
形象商业开发权的问题，后者重点在于规范运动员

商业开发利益的分配问题。不少学者都认为在日益
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今天，这 2 个文件已落
伍。因为这 2 个文件实质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来
处理运动员形象的商业开发与利益分配问题，忽视

了运动员的个人权利和利益。但规范运动员形象商
业开发和利益分配的 2 个文件是否真的忽视了运动
员的个人权益，是需要立足于实际给予认真评析的，

否则就是主观主义的认识。
很多人主张在法律上设置形象权，认为这样不

但有利于保护运动员形象这一无形财产利益，而且

有利于解决运动员的形象开发和利益分配问题［1］。
有人认为形象权归运动员个人独享［3］。也有人认
为运动员形象权并不一定归个人所有［4］。在笔者
看来，现阶段我国法律上设置形象权是否具有足够

的正当性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下文将对这一问题进

行专门论述。另外一种思路是基于我国运动员的形
象资产在产权归属上属于混合制性质或者说共有制

性质，主张现阶段我国政府应当尽快完善运动员形

象商业开发和利益分配制度［5］。但是如何完善则
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优秀运动员
的个人无形资产开发应该由运动员个人行使，但各

级体育组织代表国家培养运动员也需要运动员通过

创造优异成绩来完成本职任务，因而运动员应该服

从管理［6］。一方面要求运动员服从管理，一方面赋
予运动员自主开发权，二者显然是矛盾的。有人认
为，商业开发权交给国家，由国家代表形象财产的权

利主体经营开发，收益则由双方共享［7］。但商业开
发权完全交给国家，则意味着运动员在形象商业开

发收益中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国家和运动员

在利益目标上并不完全一致，国家偏重于竞技成绩

而非形象的商业开发。也有人认为，俱乐部产权制
度是适合运动员人力资本特征的最有效的产权制

度，可以突破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产权困
境”［8］。但问题是我国现阶段整体上还不可能通过
体育俱乐部的方式培养运动员，现阶段我国对体育

人才的培养仍依赖举国体制。
总之，当前对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和利益分配

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如何从制度

上现实、合理地解决运动员商业开发与利益分配中
的问题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将在辨析法律上
设置形象权的正当性是否充分和评析 2 个规范性文
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现有制度的具体思路，以解决

现阶段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和利益分配中的突出

矛盾。

2 法律上设置形象权作为解决运动员形象
商业开发和利益分配制度的正当性不足

2． 1 设置形象权与举国体制下形象财产权利主体
的双重性相矛盾

通过自然人形象的符号意义来推销商品，业已

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运作模式。为调整由形象符号
商业化使用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有的国家产生了

形象权法律制度。形象权最早起源于美国，1953 年
纽约第二巡回上述法院在海兰实验室诉口香糖公司

案中首次提出了“形象权”概念，审判法官在审理此
案中这样认为: “很多知名人物( 尤其是演员和球
星) 并不因为他们肖像的公开而感到情感的伤害。
除了独立的隐私权之外，每个人还应就其肖像的商

业价值享有权利，即享有允许他人独占性地使用自

己肖像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称之为‘个人形象
权’”［9］。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设置形象权。我国
学者在翻译国外形象权资料时开始了对其的研究。
对于何为形象权，我国学界有多种定义。吴汉东教
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所谓形象权是指民
事主体对其知名形象进行商品化利用并享有利益的

权利”［10］。由美国的判例和我国学者的定义可以看
出形象权的权利主体是人格符号指代的知名人士。
尽管人们对形象权的内涵存在诸多争议，如形象权

的客体是否包括非人格形象，主体是否仅局限于名

人而不包括普通人等。但对以人格形象为客体的形
象权，权利主体是人格形象符号所指向的自然人这

一点上大家是没有分歧的，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
因为形象权是基于人格权发展而来的新型私权，注

定这一制度与人格权有不解之缘。在民事客体范畴
中，诸如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在传统上属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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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保护范围。形象权是人格权的一部分［11］，人格
权是与人身须臾不可分离的一项民事权利，它的主

体必须是特定的个人。但形象权又是一项财产权，
权利人可以有偿许可他人使用。这就与纯碎的人格
权区分开来。虽然传统的人格权如肖像权受到侵害
后可以获得一定的财产补偿作为精神损害赔偿，但

财产利益并不是人格权的当然内容［12］。形象权是
一项复合型权利，具有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双重属

性［9］。人格权的属性注定其权利主体是特定的个
人。所以，运动员形象权一般是指知名运动员将表
现其身份的个性特征用于商业使用的权利。从权利
主体来看，只能是运动员本人。设立形象权意味着
权利主体是确定的个人，但是反过来，如果不设置形

象权，仅讨论形象财产的产权归属，就可以摆脱形象

权主体特定的问题。形象权是欧美国家基于本国的
法律实践发展出来的解决知名运动员等形象产权归

属的一条法律路径，却不一定适合我国。并且形象
作为一项无形财产，其产权归属从理论上讲并非一

定专属于人格符号指代的个人［13］。
知名运动员的形象蕴含着极高的商业价值。之

所以蕴含极高的商业价值是因为该形象的知名度

高，对社会大众或者消费者而言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即信誉，这种形象转向市场后与特定的商品相结合

就能够使消费者产生好感。从而使商家形成市场竞
争优势，迅速占据市场份额，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但这种信誉是怎么来的呢? 是运动员凭借自己先天

的人格符号难道就能获得吗，显然不是，一个运动员

由不知名到知名需要一个过程。运动员形象之所以
成为财产，根本上在于其知名。而一个普通的运动
员要成为一个知名的运动员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应

该说主要靠运动成绩。运动成绩是运动员安身立
命、得以扬名的主要因素。世界上知名的运动员基
本上都是运动成绩优异、获得诸多荣誉的运动员。
成绩优异的运动员未必成为知名的运动员，但成绩

不突出的运动员基本上不可能成为知名的运动员。
运动员形象所具有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运动员的成

绩。姚明、刘翔、宁泽涛等这些体育明星的形象价值
始终与其运动成绩成正比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另
外，我国不少知名运动员退役后都进军娱乐圈，但却

鲜有成功者，也足以证明成绩在维系运动员知名形

象中的显著作用。那么，运动员的优异成绩是怎么
取得呢? 这个问题的分析直接关系到形象财产的产

权归属。
欧美发达国家对运动员的培养是运动员一开始

就作为劳动主体进入体育市场，走职业化道路，运动

员从小到大的整个成长过程基本上都是个人和家庭

的投入，其成名后的所有商业收益及权益以及未成

名的风险都由运动员本人自己承担，在这种培养模

式下，自然地其产权就全部归属于运动员本人。形
象权制度起源于美国，从一开始就将形象权的主体

界定为本人是有实践背景的。而目前我国的竞技体
育实行的是举国体制，从业余体校、专业体校到省市
体工队再到国家队，运动员要通过层层输送、选拔，
而能够成为世界冠军的寥寥无几。在这个过程中，
运动员的培养依靠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
入。高水平运动员参与的国内、外重大赛事的各项
决策都属于政府行为，支撑我国高水平运动员训练

比赛的各项物质基础同样来源于政府财政［14］。我
国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国家的培养，和欧美国家运

动员主要靠自身和家庭投入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所以，形象财产的产权在欧美国家不是个问
题，在我国就成了一个突出问题。从产权经济学来
看，产权的界定一般按照“谁投入、谁所有”的原则
进行，那么国家理应享有形象财产的产权。但运动
员也有理由认为产权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他也有投

入，包括运动天赋、机会成本、高风险性等［15］。从广
义上说，一切能带来财富和利益的手段都可以称为

资本。这些资本可分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16］。
运动员本身的投入属于人力资本投入，而国家以非

人力资本投入为主。运动员和国家都属于资本的投
入者。二者都是形象财产的权利主体，是形象财产
的共有人。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管理通知》中明确表示，

运动员无形财产的形成，是国家、集体大力投入、培
养和保障的结果，同时也是运动员个人努力的结果。
应该说这种表述是客观中肯的。同时，也间接地规
定了运动员形象财产的权利主体是国家( 涵盖集

体) 和运动员共同所有。在举国体制下形象作为一
项无形财产，其权利主体并非仅是运动员，而是由国

家和运动员共同所有。这些年来，诸多相关研究都
没有区分形象财产与形象权的异同。有人认为，运
动员形象权归国家所有［4］。这种观点同认为运动
员形象上面所承载的财产一定属于运动员个人独有

的观点一样，都混淆了形象与形象权的关系。原国
家体委 1996 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在役运动员从事广
告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 505 号文件) 第 1 条第
1 款“在役运动员形象权归国家所有”，这个规定不
仅违反了绝对权须法律创设的立法原则，还对形象

权的主体进行了错误的界定。其实该规定要说的是
形象财产归国家所有。形象作为一项无形财产，其
权利主体是不确定的。但形象权作为一项复合型民
事权利，其权利主体是确定的，即拥有特定人格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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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有人认为我国立法应该引进形象权，形象
权归属运动员本人所有，投资者有权分享运动员的

形象权的使用权和收益权［17］。这种观点较为流行。
但形象权是民法上的一项绝对权［12］，具有垄断和独

占的权利属性。权利主体对其形象有支配、使用、收
益的排他性权利。他人不经权利人许可是没有资格
与权利人共同行使权利、分享利益的。这是民事绝
对权的基本原则。
2． 2 不利于我国举国体制目标的实现
在法律上设置形象权不但与举国体制下形象财

产权利主体的双重性相矛盾，还会与举国体制的目

标相冲突。举国体制是指国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
标，动员和调配国家的一切精神和物质资源，攻克某

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的项目的工作

体制和运动机制。相应的，举国体制下国家运动员
主要任务是完成训练和比赛任务，取得优异成绩，为

国争光。若是在法律上设置形象权，意味着管理中
心将无法以行政管理的方式限制运动员做广告等商

业活动和分配商业利益。因为形象权是法律规定的
公民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国家有尊重和保障的义

务。运动员和各运动管理中心的关系将会变得平
等，如同欧美国家运动员和俱乐部或者体育行会之

间的关系一样。运动员与俱乐部或者体育行会关于
运动员形象开发方面存在着利益冲突，运动员虽处

于弱势，但国家通过《劳动法》等社会保障法基本上
使双方处于平等协商的地位，运动员在形象商业开

发方面仍保留着较大的自主权。在我国不设定形象
权的情况下，形象财产由国家和运动员个人共同共

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89 条，共同
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

务，一方使用共有财产要经过对方同意。共同共有
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但在举国体制下国家与运动
员之间首先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
不过，由于这种共同共有的民事法律关系和管理与

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交集———
运动员商业开发自己的形象要经过国家同意，所以，

这 2 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可以不相冲突地存在。需要
指出的是，国家如果要对运动员形象进行商业开发，

则不能单方进行，须经运动员本人同意，因为国家与

运动员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内容上主要是训练管

理，不包括国家主动进行的形象商业活动。反之，运
动员对形象进行商业开发，属于训练管理的内容，需

要经过国家的同意，因为运动员主动从事形象商业

活动往往关系到训练能否正常进行。
我国法律赋予运动员形象权之后，其商业活动

将会增加，客观上会使其训练受到较大的消极影响，

比赛成绩会因为训练的弱化而下滑。国家耗费巨资
培养的体育健儿可能会因为过多的追求形象权带来

的利益而不太重视运动本身。这完全有悖于我国举
国体制的目标。事实上，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不仅仅
是国家的损失，对运动员本身也是一种遗憾。我国
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一个体育强国，同

时，市场对体育的调节还不深入，社会对运动项目的

赞助体系还不健全，故而不能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像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一样的竞技模式［18］。举国体
制在现阶段的中国仍有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

性。这就说明了加强体育训练和政府投资体育的重
要性，就需要对运动员的商业活动给予必要的限制。
形象权的设置无疑对运动员的权利与利益起到了更

好的保护作用。但在举国体制下，国家的利益依旧
是最高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而
形象权，则完全是个人权益觉醒的产物，它要求对个

人权利的高度保护，因此，法律上设置形象权暂时不

符合我国举国体制的大背景。从保护形象财产的角
度讲，借用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完全

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所以，我国现阶段在法律上设
置形象权尚缺乏足够的正当性。

3 既有文件在解决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和
利益分配问题上的进步与不足

既有文件指的是国家体育总局 2006 年公布实
施的《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
的通知》和国家体育总局 2001 年公布实施的《关于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问题的通知》。
举国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目标是集中有关的人

力、物力、财力，提高运动员的专业素养，在国际体育
项目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这就与运动员追求的
经济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
31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
指出，加快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更新体育理念，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更好发挥举国体制在攀登顶峰

中的重要作用，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和动力［19］。不难看出里面有 2 层意思: 第一是坚持
举国体制; 第二是通过改革现有制度完善举国体制。
完善举国体制需要从完善改革具体的制度做起，需

要看到现有制度的进步和不足。上面 2 个文件是规
范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和利益分配的主要制度。相
比以前的同类文件有其进步意义。《管理通知》取
消了 1996 年 505 号文件《关于加强在役运动员从事
广告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
规定，如“运动员的无形财产属国家所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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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同时指出，“运动员商业开发活动应当服务于
项目发展和运动队建设，有利于运动队的教育和管

理，不得冲击队伍的正常训练秩序，影响队伍的稳定

和发展。要保障国家队训练竞赛任务的顺利完成，
同时在保障国家集体荣誉的前提下，充分尊重运动

员的各项权益”。既要保障国家对训练比赛任务的
顺利完成，又要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这比原来只

提国家利益、不提个人利益的规定进步了，符合市场
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国家体育总局
在《问题通知》中规定，运动员商业性广告收入的分
配应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使中心与地方的利益得到

合理体现。原则上应当按照运动员个人 50%、教练
员和其他有功人员 15%、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项
目发展基金 15%、运动员输送单位 20%的比例进行
分配。这个文件基本上规定了我国运动员的商业价
值的归属和利益分配的标准。可以看出，体育总局
的这项规定意在兼顾各方主体的利益。在确保国家
利益的前提下，承认和兼顾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地
方利益。这个规定的进步意义在于通过这一具体的
分配原则不仅承认了运动员形象财产权利主体的非

单一性，即不为国家独享，也不为运动员独享，更为

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利益均衡的分配指导思想: 在对

运动员商业活动所得的利益进行分配时，要统筹各

方面的利益，以实现价值分配的均衡化、合理化。这
个分配方案对运动员的分配利益规定为 50%，采取
了共有财产在份额无法确定时共有财产平均分配的

思想，从立法精神看是公平的。有这样一个明确的
方案，实践当中也为运动员获取分配利益提供了合

法性基础。应该说这个规定在维护运动员个人权
益、平衡各方利益方面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在肯定
现有制度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 2 个文件
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管理通知》，运动员可以与主管部门通过

签订合同的方式，协商运动员在商业开发过程中的

程序性问题，选择自己认为合理的开发模式，确定好

权利归属问题。双方协商、订立合同应该说是解决
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问题的理想方式，在运动员入

队之前把所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合同的方式确
定下来，有助于运动员与管理中心之间权责明确，激

发运动员为国效力的热情，也会减少利益主体之间

的冲突。但是一个公正的合同需要在双方处于平等
的条件下方能达成。运动管理中心与运动员相比处
于强势地位，运动员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因为
现阶段国家投入依然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要保障，

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并没有真正走进市场、面向社
会，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依然是行政管理体制。代

表国家的运动管理中心是管理者，而运动员是被管

理者。运动员签订的基本上都是运动管理中心拟定
好的格式合同，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并且《管理
通知》中规定“各单位实行运动员商业活动合同管
理要注意与国家队现行规章制度的衔接”，管理国
家队的现行规章制度基本都是行政管理性质的，如

运动员参加商业活动应征得运动管理中心的同意，

并且接受其管理的方式。所以，合同管理仅具有形
式意义，对运动员商业开发活动的管理依然是行政

监管模式。各个项目运动管理中心视自己为运动员
的“代言人”。这种行政管理模式的最大问题是对
运动员管得太死，对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的自主性

缺乏关照，这就导致运动员的利益很难得到应有的

保障，就无法适应社会转型引起的利益主体多元的

社会现实。《管理通知》与 505 号文件相比在对运
动员的管理上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都是对运动员

管得过死。另外，《问题通知》对运动员形象商业收
益的分配采取一刀切，而不考虑运动项目的特点区

别分配比例，也是欠缺合理性的。刘翔在 2004 年的
雅典奥运会上勇夺亚洲首枚男子 110 m跨栏项目的
金牌，实现了亚洲人在男子短距离项目上的突破，他

顿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公众人物。与跳
水、乒乓球、射击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相比，其个
人的贡献度明显超过这些项目中取得冠军的运动员

的贡献度。如果以同样的比例分配商业收益，则显
失公平。
现有制度在坚持举国体制、维护国家利益的前

提下，试图通过合同管理和明确的利益分配比例来

解决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与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应

该说有统筹兼顾运动员个人权益的进步意义，但由

于存在商业开发上运动员被管得太死和利益分配上

太过统一的问题，国家与运动员个人的矛盾仍然比

较突出。

4 我国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与利益分配制
度的完善

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地兼顾个人利

益，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无疑是完善举国体制的重要

内容。有学者认为:“这个阶段，我们首先要承认和
兼顾运动员个体的利益”［14］。事实上，国家体育总
局以规章的方式一直在推进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和

利益分配问题的解决，如规章中通过明确的分配比

例规则来解决收益分配问题，以避免使用行政手段

硬性分配。“要保障国家队训练竞赛任务的顺利完
成，同时在保障国家集体荣誉的前提下，充分尊重运

动员的各项权益”，这个指导思想立足于我国举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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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和利益多元化的实际情况，大方向是对的，只是

在具体规则方面可以规定得再科学、合理一些。为
解决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和利益分配中国家与个人

的突出矛盾，国家应针对现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通

过完善现有的制度加以解决而非另起炉灶。
有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运动员与俱乐

部之间的形象商业开发与利益分配的问题时，通过

集体谈判制度协调各方利益是比较成功的方式［14］。
运动员通过集体谈判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利

益，而且俱乐部管理自己的运动员也就有了正当的

依据。集体谈判是控制员工和雇主关系的一个理想
的民主方式和自律系统［20］。但这个建议能否用于
解决我国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与利益分配的问题

呢? 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各国劳动法普遍规定的集
体谈判制度是国家调整雇佣关系的重要途径。集体
谈判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称劳动基本权，它是使

劳动者拥有的其他具体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集体谈判适合对雇佣关系的调整，这一机制使劳资

双方处于实质平等的地位，从而更好地实现雇佣关

系中的劳资自治。但我国现阶段运动员和代表国家
的各管理中心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民事雇佣关系。
在举国体制下，行政法律关系是二者之间主要的法

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主体双方的不
对等性和内容的法定性［21］。行政主体作为国家利
益的代表，以国家的名义参与法律关系并以强制力

保证其职权的行使，这就决定了行政主体在行政法

律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行政相对人则处于从属的

地位。另外，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涉及国家利益，其
内容往往具有法定性，不能随意约定权利义务。这
明显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
意思表示一致性的特点。尽管国家体育总局试图用
合同这一民法方式来缓解运动员和运动管理中心之

间在形象财产问题上的矛盾，但现阶段不可能改变

行政管理关系的优先性。所以，集体谈判制度缺乏
介入的基本条件。看来，要解决运动员形象商业开
发和利益分配中的突出矛盾，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实

际，以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完善现有制度。
4． 1 以国家主导为主，赋予运动员一定的自主开
发权

商业开发以国家为主导是由我国举国体制的大

背景决定的，在以国家利益为先、争得比赛荣誉的体
育模式下，国家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训练和比赛任

务，为国争光，运动队和运动员的一切行为都应围绕

这一核心任务进行。但如果仅仅重视运动员形象商
业开发的国家主导，而让运动员没有一定的形象商

业开发自主权，就会管得太死。运动员形象商业开

发制度的完善，重要的是在国家集中管理和运动员

分散自主之间寻求相对合理的平衡点，不能顾此失

彼，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可以从时间上寻
找这一平衡点，即形象商业开发仍由国家主导，但运

动员在适当的时间段自主行使商业开发权。
需要赋予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一定的自主权，

有 3 个原因: 第一，有利于运动员从形象开发中受
益。就个人而言，最关心形象财产开发的就是运动
员本人，其本人是形象财产开发利益的直接受益者。
虽然在利益分配中，国家有可能拿的比运动员多，但

是这部分收益在教练员及其他有功人员、单项体育
协会( 运动管理中心) 、运动员输送单位进行再分
配，相比之下，运动员的直接收益相比其他个人是最

大的。站在一个理性人的角度，运动员最希望能够
自主开发形象，从中收益。而实践中，运动员所在的
管理中心掌握着形象商业开发决定权，运动管理中

心是一个代表国家对运动员实施管理的集体组织，

运动员管理部门关注的是运动员的成绩，而不是运

动员形象商业开发利益。在这样的体制下，运动员
形象的开发和利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束缚。形象是
一种无形财产，必须商业化才能变成实在的物质利

益，不进行商业化也就意味着运动员无法从中收益。
第二，有利于形象价值的及时实现和消除运动员的

后顾之忧。运动员的形象价值具有时效性，知名的
期间往往就是其在役取得优异成绩的时间段，退役

后知名度一般会淡化，运动员形象所蕴含的价值也

会缩小。如果服役期间不赋予其一定的自主权，则
很有可能丧失将其形象商业化的良好机会，使其得

不到应有的回报。另外，运动员入队后，就放弃了其
他的机会利益，导致不少运动员退役后生活艰难。
运动员成名后，如果让其享有一定的自主开发权，则

意味着运动员必然会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这就为

其退役后开始新的生活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消

除其对未来的担心。第三，激励更多的人从事竞技
体育运动，努力成为知名运动员。知名运动员是从
事竞技体育职业的佼佼者和普通运动员学习的榜

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运动员通过努力拼搏，
仅得到名但很难得到相应的利，知名运动员的吸引

力就会打折扣。知名运动员意味着更多的名利双
收，才会激励更多的人从事竞技体育运动，激励一般

运动员通过取得优异成绩成为知名的运动员。
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

( 特别是奥运会) 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

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

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这些世界大赛如奥
运会、世界杯等都具有较长的周期性，奥运会 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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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这么长的周期中，如果都将形象商业开发的决

定权赋予运动管理中心，客观上实无必要。一般情
况下，奥运会举行前 1 年是国家队集中备战奥运的
时间。这段时间运动员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
去，否则，参加商业活动必然会影响训练的时间和质

量。在这段时间内，运动员要服从运动管理中心的
训练安排，未经许可禁止参加商业活动是合理的。
但如果在距离奥运会举行很长的时间段中，对运动

员参加商业活动还要经过中心批准，就显得没有必

要。现阶段要想合理解决商业开发与训练比赛之间
的矛盾，可以从比赛周期方面着手。在比赛周期中
的初始阶段赋予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的自主权，可

以不经许可参加商业广告等活动，但必须告知运动

管理中心，将相关的商业活动文件到管理中心备案。
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如愿夺得奥运会冠军，在

2016-08-21 奥运会结束后到 2017-04-05 再次集训这
段时间，国家队的女排队员就可以自主参加商业代

言活动。事实上，中国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基于中国
女排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在这段时间实质上并

没有对女排运动员的商业活动进行行政管理，朱婷、
惠若琪、魏秋月和张常宁等多位国手参加了很多个
人代言、杂志采访及封面推广等商业活动。女排运
动员在这段时间的商业代言活动也提升了排球职业

联赛的热度。2017 年的排球联赛，无论是比赛的转
播，还是现场的上座率都得到了显著提高。这说明，
适时赋予运动员商业开发的自主权，不仅可以获取

更多的个人利益，而且也会有利于体育赛事的推广

和联赛职业化水平的提升。而在比赛周期的关键备
战阶段则应禁止运动员参加商业活动，即使运动管

理中心批准也不具备合法的效力。运动管理中心尽
管在代表国家对运动员实施管理，但为了保障国家

利益的实现，防止商业活动干扰国家队完成训练和

比赛任务，有必要做出这一刚性限制。从宁泽涛等
案例可以看出，大赛前的备战阶段，是运动员与运动

管理中心在商业开发这一问题上容易激化矛盾的时

候，这种硬性规定即是在约束运动管理中心，同时也

是在为其提供管理上的合法性，减少运动员与运动

管理中心的直接冲突，因为这是国家的立法规定而

非运动管理中心的意志。在大赛前的中期阶段，则
应将运动员形象商业开发权赋予运动管理中心，这

个时候运动员参加商业广告活动，应当经过运动管

理中心的批准。这个时候将形象商业开发权赋予运
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也不会有太大抵触，因为运动员

的商业自主开发权已经在之前享有，对于运动管理

中心而言自己的管理地位也得到了尊重，这有利于

对运动队的教育和管理，有利于商业活动服务于运

动队的建设。
4． 2 保证运动员享有最低分配比例收益的基础上，
分配比例多元化、动态化
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高级别竞技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国家的投资，也凝结了运动员个人奋斗和与

生俱来的自然资源，但由于无法区分国家和个人贡

献的大小，因而划分科学的分配比例就显得非常困

难。但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的方法，使得这一分配比
例相对合理。国家对各个运动项目的投资主要是物
质性投资，这种投资也许在不同的运动项目中投资

量不同，但客观上都为运动员提供了完成训练和参

加比赛应有的物质技术条件。虽然运动员所在的项
目不同，但国家为每个人提供的获得优异比赛成绩

的机会是平等的。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各个项目
取得优异成绩的难易程度( 包括风险程度) 却不同。
难易程度不同也就意味着运动员在横向比较的情况

下运动员对国家体育事业的贡献度不同。在国家与
个人的分配比例中，贡献度大的运动员就应该多分

形象商业开发利益，贡献度小的运动员就应该少分

形象商业开发利益。形象商业开发收益在不同的运
动项目实行不同的分配比例，等于把不同项目的运

动员对国家体育事业的贡献进行比较，这是具有可

比性的。运动员的贡献度应从运动员的自身条件和
体育项目的多样性 2 个方面寻求具体参考因素。具
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 1 ) 运动项目对个人
天赋的依赖程度。运动员形象财产的形成与提升，
虽然有赖于国家的各项投入，但是不同的体育项目

对个人天赋和国家的资金投入倚重程度并不相同。
如田径等项目更侧重于人自身的身体素质和个人天

赋，跳水、射击等项目等更侧重于国家投入训练的经
费的多寡。( 2) 是否传统优势项目。我国在不同的
体育项目上所具有的优势不同，作为“国球”的乒乓
球，我国在国际比赛上具有优势地位，中国乒乓球队

是一个强大的集体，这个集体为个人获取好的成绩

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男子排球、足球等有所欠缺，
是我国体育项目中的劣势项目，这些项目要想取得

好成绩缺乏传统优势，需要依赖优秀运动员的开拓

性贡献。( 3) 运动项目的影响力。不同的运动项目
具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项目影响力越大，该项目的

竞争程度就越高，运动员脱颖而出就越难，说明其对

形象财产的贡献越大。如三大球代表竞技体育运动
的制高点，竞争异常激烈，三大球中的运动员要想成

名是非常不容易的。( 4 ) 巅峰期的长短。不同的运
动项目，运动员的巅峰期保持时间不一样，有些项目

主要依靠运动员具有心理稳定、时间感觉、平衡、注
意力集中、协调等项素质，因而可以保持较长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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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射击冠军王义夫的竞技状态就可以保持到 40
多岁，形象商业收益的周期也较长。但有的项目依
靠高强度体能、技术、心理对抗，因而运动员巅峰期
保持时间较短。对于巅峰期保持时间短的项目，运
动员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性就高一些。高风险则应
高回报。投资风险的大小也可以作为考量运动员贡
献度的一个因素。
其次，分配比例的动态化。主要从 2 个方面来

理解分配比例的动态化。第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的不断完善，竞技体育商业化也在快速发展，运动项

目职业化的推进会减少国家对运动员培养的投入，

对于职业化程度高的项目，更多靠的是运动员自身

努力和投入完成，则应提高运动员的分配比例。第
二，对运动员的形象商业收益，国家应采取运动员提

取比例逐年递增的方式，这样不但可以满足运动员

的既得利益，而且可以激励其继续奋斗。不少运动
员在成名后往往会产生功成身退的想法，这种方式

可以增强其继续留在国家队、再创佳绩的动力。对
国家而言，国家花费很大成本培养出一个优秀运动

员十分不容易，优秀的运动员能够继续留在国家队，

不但可以保持该项目的竞技实力，而且可以发挥其

领军作用，带好未取得优秀成绩的运动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充分保障运动员的应

得利益并激励运动员继续拼搏奋斗，应将运动员享

有形象商业开发收益的 50%作为最低收益比例，也
许在有些运动项目中，国家的投入可能超过 50%，
但由于这个分配比例已经长时间被施行，降低的话，

会削弱运动员继续拼搏的积极性，将 50%设置为最
低比例会让运动员获得尊重感。同时，在 50%这个
最低分配比例的基础上，实行形象商业收益分配比

例的多元化和动态化，即照顾到了不同运动项目的

运动员对国家体育事业的贡献度，同时也充分保障

了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利益，就显得比较公平合

理，并且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有利于我国竞技体育运

动项目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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